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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

章德宾,何增华

(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基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层次回归分析验证了土地

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合作社声誉的

评价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影响,而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

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正向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对于收入水平低、外在压力大、
收入渠道少的农户群体,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认知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更显著.建

议农村地区应建立良好的契约环境,提高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增进农户对合作社的认

知信任;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部分农户群体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

适度扩大其土地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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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是当前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应对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有效途径.作为发展中

大国,我国农业人口较多,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促进农民增收以及农村发展对国家经济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农民加入专业合作社不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与风险、提高农业收入,还有助于满足农村地区

社会及文化需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关键是合作绩效.合作社只有提供良好的服务、拥有较好

盈利能力才可以促进合作关系的稳定以及合作社的持续发展.而信任作为合作行为产生的基础,在
合作经济中,信任对合作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高信任度有助于提升合作效率、降低合作成本,从
而促进合作的发展.

农户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可受到外在因素调节,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要素,不同土地

经营规模的农户其合作、生产等行为及意愿必然存在差异.随着土地规模经济的发展,农业将呈现分工

机制[１],农户行为因不同土地经营规模而存在差异[２].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资金、
技术以及所承担的风险都相应增大,出于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农户的合作态度会更积极主动[３].同时,因
经营规模差异引起的非农收入比重变化,也可使农户加入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意愿强弱不同[４].

土地经营规模是否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存在调节效应? 若存在,其具体调节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分析和构建了此调节作用逻辑模型,设计问卷并对武陵山区与江汉平原腹地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进行调查,验证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然后将

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风险选择偏好等外在属性作为依据对农户进行划分,进一步分析土地

经营规模调节效应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分析

　　１．信任对合作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１)信任对合作关系的生成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Arrow指出信任对于经济合作行为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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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并强调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任缺失[５].Campo等提出信任可来源于已有合作历

史经验和合作伙伴的声誉,而且信任是促进合作成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６].刘宇翔认为在农民合作

社发展中,自发的合作主要基于成员间的信任而产生.他将合作社成员的合作行为总结为“信任－合

作－加深信任－继续合作”,并认为除了较为薄弱的“关系信任”,维持这种关系还需要具有约束力的

制度信任[７].也有学者从博弈论[８]以及社会网[９]等不同视角论述了信任对于合作凝聚力增强有着突

出的作用并提出信任是合作社持久发展的保证等观点.
(２)信任有利于降低合作交易成本等从而增加合作绩效.Hansen等从认知与情感两个维度研究

了信任与合作的关系,认为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对增强农民合作关系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社

员分布不集中时,社员的信任对于合作社经济效益具有重要影响[１０].黄珺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
认为信任是合作发生以及发展的必要条件.信任是对某种风险承担的鼓励,信任的存在,可使合作契

约简化,从而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绩效[１１].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的角度,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合
作社社员的信任作为认知性社会资本,对社员的参与行为以及合作绩效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１２].

２．土地经营规模在农户信任与合作绩效关系中起调节效应

(１)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作用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Hansen指出信任对合作的影响作用可取决

于成员的需求,而且成员的地理分布也会影响信任的作用[１０].廖媛红认为农户信任作为重要的个体

社会资本是合作的关键因素,但其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受到个体与合作社利益一致程

度的调节[１３].赵泉民等也认为虽然信任是合作经济行为发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中国乡村社会中

信任及信任结构存在其特殊性,合作社是“情＋利”的产物,只有农户信任与合作者获利目的的利益诉

求相辅相成,才能更好促使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１４].其他调查还发现,合作社社员信任对合作社发

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受到合作社治理特征影响,此外,入社年限等社员特征和合作社组织结构也对此作

用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１５].
(２)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合作行为存在明显影响.罗必良认为,随着土地规模经济的发展,农业

将呈现分工机制[１],不同土地经营规模下,农户行为表现差异性会更大.郭红东等认为经营规模差异

是重要经营特征,不同经营规模的农户对于合同农业有着不同的选择意愿,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其他农

业经营行为(如参与订单农业)的重要影响因素[１６].Key等对美国养殖业农户调查后发现,农户经营

规模越大,就越能获得更多融资,减少风险,越能发挥规模效用,其参与订单合作可能性也就越大[１７].

Juliu以发展中国家为例,指出农民合作意愿不强,与其土地经营规模普遍较小有重要关系[１８].卢向

虎等通过多省市实证调查后指出,因经营规模较大,农户生产过程中所需资金、技术以及所承担的风

险都相应增大,出于避险需要参加专业合作组织的可能性就越大[１９].张笑寒认为家庭耕地面积是影

响农户土地入股决策行为的因素之一,耕地面积不同的农户对合作的意愿不同[２０];在农产品市场中,
孙亚范认为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所经营产品的市场风险越大,出于规避市场风险的需要,农户的

合作态度会更积极主动[３].

图１　逻辑模型

　　通过分析可知,农户信任水平高低对于合作关系的最终绩效存

在影响,信任水平高则合作成效显著,但这种促进作用可能受到土

地经营规模的调节,逻辑模型如图１.

　　二、变量设置、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１．变量设置

(１)自变量:农户信任.农户的一般信任即直接信任,主要是指农户未加经验判断的主观信任程

度.徐旭初等对合作社信任关系测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信任者对被信者的主观信任程度,同时指出

声誉也是影响因素之一[２１].孙艳华认为合作社承诺的兑现也可作为合作组织信任关系测量的重要

维度[２２].因此合作社与经销商对于契约的履行状况也是信任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外,黄珺在研

究农户信任与合作时,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将信任分为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１１].情感信任即指一

般信任,而认知信任是理性经验判断的结果,也可称之为计算信任.因此,本文对农户信任的测量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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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户的一般信任、对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合作社契约履行以及认知信任４个指标.
(２)因变量:合作绩效.已有文献对合作绩效测量指标做过较多研究,徐旭初建立了包含１６项指

标的农民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主要包括合作社自查自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评价、社员对合作社

治理满意度等几大类[２３].赵佳荣建立的绩效体系除经济绩效外,还添加了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其
中社会绩效重点指对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贡献,包括了合作社解决农产品生产销售困难等[２４].此

外,还有学者从行为与产出两个方面构建合作绩效评价体系,将绩效分为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以及管

理绩效等[２５].合作绩效中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最为重要,结合调查实际,本文使用收入增加、合作满

意以及服务质量三个具体指标来测量合作绩效.
(３)调节变量:土地经营规模.待调查地区大部分农户其土地主要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种植结构

也比较单一.通过预调查获知该村庄农户耕地面积,便于研究采用定序的方法测量农户的土地经营

规模,将土地面积０~５亩设定为１,６~１０亩设定为２,１１~１５亩设定为３,１６~２０亩设定为４,２０亩

以上设定为５.
(４)属性特征: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风险偏好.农民收入水平作为重要家庭特征[１６],

直接影响农户的行为选择.农村经过税费改革后,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农民外在经济压力依然严

重,并影响农户行为[２６].在农村,外出务工仍然是一种增收的有效途径,农民兼业化与农业副业化是

农业经营格局的重大变化趋势[２７],收入渠道的多少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此外,风险偏好也会导致

农户的行为差异[２８].本文加入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风险偏好等经济属性特征作为农户分

组的依据.各变量及其赋值见表１.
表１　变量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描述 变量赋值

自变量

一般信任 对经销商的主观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１;非常信任＝５
声誉评价 对合作社与经销商声誉的评价 非常不好＝１;非常好＝５
契约履行 经销商不遵守合约的行为 经常有＝１;完全没有＝５
认知信任 理性经验判后的信任程度 非常不信任＝１;非常信任＝５

因变量
合作满意 对合作社的整体满意程度 非常不满意＝１;非常满意＝５
收入增加 加入合作社后收入是否有增加 完全没有＝１;非常明显＝５
提供服务 遇到困难合作社帮助解决情况 非常不好＝１;非常好＝５

调节变量 土地经营规模 农户家庭耕地面积
０~５亩＝１;６~１０亩＝２;１１~１５亩＝３;

１６~２０亩＝４;２０亩以上＝５

属性特征

收入水平 在全村中大致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高＝１;收入水平低＝２
外在压力 所受外在经济压力大小 外在压力大＝１;外在压力小＝２
收入渠道 除农业收入外的其他收入渠道 渠道较多＝１;渠道较少＝２
风险偏好 收益与风险偏好类型 风险喜好＝１;风险厌恶＝２

　注:变量赋值除属性特征外均采用里克特５级量表.限于篇幅,除土地经营规模外,其余变量在表中仅列出选项１与选项５.

　　２．实证模型

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类型的不同,调节效应的验证方法可分为变量间交互效应方差分析和层次

回归分析两类.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为连续变量,则将调节变量作为第二层自变量与因变

量进行层次回归分析[２９],当加入调节变量后的判定系数有显著改变,则调节效应存在.计量模型为:
不考虑调节效应时:

Y＝aX ＋bM ＋e (１)
考虑调节效应时:

Y＝aX ＋bM ＋cXM ＋e
　＝(a＋cM)X ＋bM ＋e (２)

式(１)、式(２)中,X 为农户信任,Y 为合作绩效,M 为土地经营规模,e为随机扰动项,a ,b,c
为回归系数,a＋cM 为考虑调节效应.

调节效应具体检验方式:检验Y 对XM 的偏回归是否显著,即直接对模型(２)检验假设c≠０是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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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成立;对比模型(１)(２)中回归的判定系数R２(即拟合优度系数),若判定模型(２)的回归效果比模

型(１)好,则表明c的引入更好地解释了因变量变化,证明调节效应存在.

３．数据来源

调查对象是武陵山区与江汉平原腹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两地分别代表了欠发达农村地

区与相对发达农村地区.在进行正式问卷调查之前,已通过村民讨论和预先模拟调查,划分了主要调

查片区并制定进度计划,调查进行中,对每份问卷逐一进行实时检查,保证了调查的合理有效.武陵

山区中的合作社回收问卷１０８份,剔除无效问卷６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４％;江汉平原腹地的合

作社回收问卷１００份,剔除无效问卷６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９４％.样本特征分布情况见表２.
表２　样本特征分布

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

２０~４０ ４０~６０ ６０以上

家庭人数

４以下 ５~６ ６以上

受教育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样本量 １５２ ４２ ４１ １３５ １８ ７７ ９５ ２２ １３０ ５３ １１
占比/％ ７８．４ ２１．６ ２１．１ ６９．６ ９．３ ３９．７ ４９．０ １１．３ ６７．０ ２７．３ ５．７

　　三、实证分析

　　１．农户信任对合作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验证

本文数据分析工具为SPSS１９．０.为避免变量间具有多重共线性,首先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

理.对自变量信任和因变量合作绩效中７个条目进行了信度与效度系数分析,Cronbach’sα 为

０．７３７,KMO值为０．７０８,都在０．７以上,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统计量为５２３．５２２,伴随概率Sig．值为

０．０００小于０．０５,表明变量的信度与效度都较好.表３给出了自变量、因变量以及调节变量之间的相

关系数.
表３　变量的描述统计以及相关关系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一般信任 声誉评价 契约履行 认知信任 收入增加 合作满意 服务质量 经营规模

一般信任 ３．１７５ １．１０６ １．０００

声誉评价 ３．０５１ ０．８６８ ０．４２２∗∗ １．０００

契约履行 ２．７５５ １．１７４ ０．０５５ ０．１４６∗ １．０００

认知信任 ３．０５２ １．２３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５７ ０．１２８ １．０００

收入增加 ２．９４８ １．２８６ ０．１４９∗ ０．２４９∗∗ ０．４４４∗∗ ０．３８１∗∗ １．０００

合作满意 ２．８４５ １．２５８ ０．０５７ ０．１８８∗∗ ０．３４５∗∗ ０．３６７∗∗ ０．５６０∗∗ １．０００

服务质量 ２．６０３ １．２７６ ０．１８２∗ ０．３２７∗∗ ０．４７８∗∗ ０．２７３∗∗ ０．６５２∗∗ ０．７８１∗∗ １．０００

经营规模 ２．６９０ １．２８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６ ０．２５５∗∗ ０．４０４∗∗ ０．３６５∗∗ １．０００

　注:∗ 、∗∗ 分别表示在０．０５、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将自变量农户的一般信任、合作社的声誉评价、合作社契约履行以及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做回归

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４　回归结果

变量
收入增加

β S．E． F
合作满意

β S．E． F
服务质量

β S．E． F
一般信任 ０．１１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７５
声誉评价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７ ０．２０９ ０．１０２ ０．３６５∗∗∗ ０．０９６
契约履行 ０．４０２∗∗∗ ０．０６６ ０．２９７∗∗∗ ０．０６９ ０．４４２∗∗∗ ０．０６５
认知信任 ０．３６７∗∗∗ ０．０６２ ２５．２７２∗∗∗ ０．３４５∗∗∗ ０．０６５ １５．３３７∗∗∗ ０．２５２∗∗∗ ０．０６２ ２５．６６７∗∗∗

　注:∗∗∗ 表示在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由表４可知:(１)农户一般信任对合作绩效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但结果不显著.(２)农户对合作社

与经销商的声誉评价对服务质量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对收入增加、合作满意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但结果不显著.(３)合作社契约履行对合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４)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

绩效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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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验证

探究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实质是比较加入调节变量后的模型间系数差异,此类问题通常采

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分析结果见表５.
表５　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

变量
收入增加

β R２ F
合作满意

β R２ F
服务质量

β R２ F
服务质量

容忍度 方差膨胀系数

一般信任 ０．１６８∗ ０．０５４ ０．２００∗ ０．９９８ １．００２
规模 ０．２４１∗ ０．０８５ ０．３９０∗∗∗ ０．１６５ ０．３５５∗∗∗ ０．１６２ ０．９９１ １．００９
一般信任×规模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６ ６．６８４∗∗∗ ０．０４６ ０．１６８ １２．７８５∗∗∗ ０．０３２ ０．１６４ １２．３９８∗∗∗ ０．９９１ １．００９
声誉评价 ０．３５６∗∗∗ ０．２３９∗ ０．４４５∗∗∗ ０．９８４ １．０１６
规模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８ ０．３８４∗∗∗ ０．１８８ ０．３４０∗∗∗ ０．２２３ ０．９９４ １．００６
声誉评价×规模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７ ９．１４８∗∗∗ ０．０８０ ０．１９２ １５．０６７∗∗∗ ０．０１５ ０．２２３ １８．２７７∗∗∗ ０．９９０ １．０１１
契约履行 ０．５０８∗∗∗ ０．４０１∗∗∗ ０．５５３∗∗∗ ０．９９５ １．００５
规模 ０．２７５∗∗∗ ０．２７７ ０．４１２∗∗∗ ０．３０４ ０．３９８∗∗∗ ０．３９４ ０．９９１ １．００９
契约履行×规模 ０．０９９ ０．２９２ ２５．７１８∗∗∗ ０．０８２ ０．３１４ ２８．７１５∗∗∗ ０．１０９∗ ０．４１２ ４３．９１５∗∗∗ ０．９９６ １．００４
认知信任 ０．３９９∗∗∗ ０．３７５∗∗∗ ０．２８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规模 ０．２６８∗∗∗ ０．２１１ ０．４１１∗∗∗ ０．３０２ ０．３８５∗∗∗ ０．２１６ ０．９９３ １．００７
认知信任×规模 ０．１２０∗ ０．２３４ １９．０７０∗∗ ０．１３７∗∗∗ ０．３３３ ３１．２８４∗∗∗ ０．１０９∗ ０．２３５ １９．２２４∗∗∗∗ ０．９９３ １．００７
　注:∗ 、∗∗ 、∗∗∗ 分别表示在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由表５可知.(１)土地经营规模对－般信任－收入增加、一般信任－合作满意、一般信任－服务

质量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不具有显著性.(２)土地经营规模对声誉评价－收入增加、声誉评价－合

作满意、声誉评价－服务质量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但不具有显著性.综上可认为:农户的一般信任与

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影响.(３)土地经营规模对

契约履行－服务质量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土地经营规模越大时,合作社契约履行越好越能促进

农户合作的服务质量.也可认为土地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户,在其合作的服务质量的形成中,合作社契

约履行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服务质量仅是合作绩效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土地经营规模对契约履

行－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仅得到部分验证.也说明合作社契约履行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必然受

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影响.(４)在收入增加、合作满意、服务质量３个绩效指标上,土地

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收入增加、认知信任－合作满意、认知信任－服务质量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

用.由此可见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影响.

３．农户分组后进一步验证

通过经济属性特征作为依据对样本进行分组,可进一步验证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绩

效的具体调节机制.土地经营规模对一般信任、声誉评价以及契约履行－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并未

得到完整的验证支持,因此不必做进一步分析.而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绩效已得到验证,
即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激励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影响.因此,针对认知信任,
以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风险偏好等经济属性特征作为分组依据,对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

应做更深入探究,分析结果见表６.
表６　土地经营规模对不同农户认知信任－合作绩效调节效应

属性特征
收入增加

β R２
１ R２

２

合作满意

β R２
１ R２

２

服务质量

β R２
１ R２

２

收入水平
高 ０．０３４ ０．４７４ ０．４７６ ０．０６６ ０．５３０ ０．５３９ ０．０４１ ０．４６１ ０．４６４
低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８ ０．２３０ ０．１１６ ０．１５０ ０．１６７

外在压力
大 ０．１４１∗∗ ０．３９９ ０．４３７ ０．１５２∗∗ ０．３５８ ０．３９９ ０．１５０∗∗ ０．３３２ ０．３７０
小 ０．１５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０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７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７ ０．１４１

收入渠道
多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０ ０．１６３ ０．１２２ ０．１６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１
少 ０．０８３ ０．３７５ ０．３８６ ０．１０５∗ ０．４４１ ０．４６０ ０．１３３∗ ０．４３３ ０．４６２

风险偏好
喜好 ０．０７１ ０．１９３ ０．２０１ ０．１２４∗ ０．３０８ ０．３３４ ０．０７６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７
厌恶 ０．２２８∗ ０．３１８ ０．３９３ ０．１９５ ０．２８２ ０．３３６ ０．１９９ ０．２６６ ０．３１９

　注:∗ 、∗∗ 分别表示在０．０５、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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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分析可知.(１)对于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越显著.农户收入水平

低时,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满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而收入水平高时,土地经营规模的调

节效应不显著.可能相比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收入水平低的农户在拥有更大的土地经营规模时,会更

重视通过提高合作绩效来提高收入,从而也会更重视认知信任的作用.
(２)对于外在压力越大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越显著.农户外在压力大时,土地经营

规模对认知信任－收入增加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对认知信任－合作满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对认知信

任－服务质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而外在压力小时,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相比在外

压力小的农户,外在压力大的农户在拥有更大的土地经营规模时,更具备理性经济人特质,因此更重

视认知信任的作用.
(３)对于收入渠道越少的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越显著.农户收入渠道少时,土地经营

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满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对认知信任－服务质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收入渠道

多时,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可能相比收入渠道多的农户,收入渠道较少的农户农业生产

投入了更多时间与精力,农业收入是其家庭主要收入,与收入水平低和外在压力大的农户类似,该类

农户群体对于合作以及认知信任的依赖性更强.
(４)风险偏好对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存在影响.风险喜好型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

任－合作满意正向调节效应显著;风险厌恶型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收入增加正向调节效

应显著.因此,无法确定风险偏好对土地经营规模调节效应的具体影响作用.可能原因为不同的合

作绩效测量指标与农户风险偏好的相关程度不同,农户的风险偏好的形成受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
入渠道的综合影响,风险偏好对土地经营规模调节效应的影响程度更复杂.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探究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农

户信任－合作绩效的具体调节效应,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对合

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影响,而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受

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影响.第二,收入水平低、外在压力大、收入渠道少的农户群体,土
地经营规模对认知信任－合作绩效的正向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提高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性,促进农户间合作绩效.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对合作社声誉评价

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稳定,很难因土地经营规模更大而对合作绩效产生更强促进作用,但农户的认

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却能因土地经营规模越大而越强.在农业生产逐步实现规模经营的趋

势下,农户也将更依赖于认知信任.因此,农村地区应建立良好的契约环境,强化合同管理作用,提高

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性,从而增进农户认知信任,促进农户间合作绩效.
(２)适度扩大部分农户群体的土地经营规模.经济属性特征对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存在影

响,且收入水平、外在压力、收入渠道对土地经营规模调节效应的影响作用明确.虽然风险偏好对土

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同样存在影响,但本次研究中未能确定其具体影响机制.因此,政府应积极引

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创造相关政策与法律支持,促进部分农户群体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适度

扩大其土地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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